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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锐博士的新著《儒家思想的基础》是重构春秋两个多世纪思想变迁的大胆尝试。对很

多西方学者来说，迄今为止，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依然是一个未知领域，很少有人专门对孔子

之前和孔子时代他人的思想进行研究。即使是春秋时期的一般历史，西方学者通常也不甚关

注。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方汉学家认为《左传》的资料不可信，而《左传》又是研

究春秋史的主要资料。对《左传》真实性的怀疑始自康有为，疑古派继之。虽然绝大多数中

国的学者早就抛弃了这一偏激的看法，但这一看法至今仍延存在西方汉学家那里，就像佛教

更多地保存在中国而不是印度那样。除了许倬云《古代中国之转型》（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一书外，欧美学者对《左传》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文学方面，罕见对《左传》
政治思想的探讨。因而，《儒家思想的基础》作为一部在西方学术背景下的英文著作，具有

明显的开拓性质。也就是说，要阐述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首先要突破《左传》的真伪性这

一西方学术界的壁垒。 

《儒家思想的基础》用了几乎四分之一的篇幅（第一章和附录四篇）专门讨论了《左传》

作为研究春秋史和思想史资料的可靠性问题。该书综合了中国、日本、俄国、欧洲、美国学

者的研究成果，就《左传》的性质及其与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关系提出了新见。作者强调，

《左传》是春秋时期若干国家历史资料的汇编，编者仅仅作了少许编辑上的加工。《左传》

记事从开篇到结尾，在用词和语法上有明显的变化，比如介词逐渐用“於”代替了“于”，

疑问词逐渐用“岂”代替了“其”，这都证明它来自于较早的各国史料。 

作者还考察了《左传》中政治家们的言论。作者指出，这些言论决不可能是《左传》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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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捏造，相反，乃由其先辈——春秋时期宫廷的史官记录下来，是朝臣讨论政事的原始记

录。在《左传》中，演说者的思想内容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中的主要人物之间不断发生着

争辩。如果说这是《左传》的编者按自己的意愿或出于某种目的而编造的，恐难使人信服。

《左传》包含着春秋思想史的可靠资料，即使它反映的不是当时人物的原样的话语，至少也

包含着当时人物思想的内核，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记录者的观点。但无论如何，这些思

想是春秋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作者并不认为《国语》和《左传》中关于春秋历史事件

的记载是完全真实的，而毋宁说融入了编者的看法。比如，《左传》中记录的春秋时期一些

人关于战国时期事件的预言，表明《左传》的编成应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 

作者随后用了五章（第二章至第六章）的篇幅阐述了《左传》及相关文本中的重要思想

内容。与多数汉学研究者强调《左传》与战国文献内容的连续性不同，尤锐博士强调了其差

异。他认为，春秋时期的思想是贵族的，因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属于卿大夫阶层，而不是士

阶层。春秋时代没有战国时代那样的游士，因而未能形成私家思想和学派。相反，当时的思

想争辩主要发生在贵族阶层，这些贵族通常在国内是大臣。在尤锐博士看来，这些贵族一方

面要摆平其特定阶层的利益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因而，

他们的思想时常自相矛盾。只有在这种冲突的背景之下，对战国思想变革的重要方面才会有

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章讨论了春秋思想转型的前奏，即神学世界观的转变。作者强调，与西周时代“天”

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主宰不同，春秋时期思想家的“天”信仰已经动摇。尽管当时仍然象征性

地仍残留着“天”神圣至上的观念，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天”观念的影响已经很小。

郑国的政治家子产所说“天道远，人道迩”是这一思潮的代表。同样，鬼神在人们的思想中

也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当时的文化精英们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动荡

应该在现实中寻找原因，而不应该在鬼神世界中寻找原因。 

第三章集中讨论了“礼”观念和礼治思想的演进。礼学是春秋时期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思

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作者认为，春秋时期对礼的重要性的强调，与当时社会中礼制的破坏

成正比。到春秋晚期，面对日益增长的来自士阶层的挑战，卿大夫阶层感到，只有遵守西周

礼法规定的由血缘而定的社会秩序，才能维护社会等级制度，从而防止社会彻底崩溃。在《左

传》中，礼缺乏战国晚期思想中那种自我改造因素，它断言社会政治秩序惟有依赖传统的血

统等级模式才能得以维持。春秋的礼论成了战国时期关于礼的性质和合理性争论的背景。 

第四章主要讨论了春秋时期政治家们为维护诸侯国之间秩序而作的努力。春秋时期在中

国历史上是独具特色的，因为当时的政治家们并不把诸侯割据视为异常，正像随后而来的战

国时代人们所持的观点一样，而是作为一种给定的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先决条件。霸主和

盟会的出现最终未能稳固诸侯国之间的秩序，这导致了人们重新估价列国并存的合理性。最

终，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抛弃了春秋思想家建立列国并存秩序的理念，提出了“大一统”主张，

这一主张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五章讨论了春秋的君臣观念。作者指出，同西周和战国时期相比，春秋时期的诸侯国

君在与卿大夫的关系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春秋时期卿大夫专权，他们不仅控制了军事、经

济和内政的权力，而且把持了思想领域。因而，春秋时期政治思想中对臣权的制约理论很少

见，而却可以见到对君权的一些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专权的卿大夫不把自己作为君主

的臣下，相反却作为社稷之臣，以社稷的名义拒绝君主的命令，甚至放逐君主，取而代之。

这种“臣乘君”思潮对强臣有利，但到战国时期却被主流思想拒斥。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潮强

调的是，恢复君主在社会政治秩序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第六章讨论了春秋伦理思想的演进，特别是“君子”观念的发展。作者认为，君子观念

是由特定的贵族阶层提出并发展而来的。他们声称，君子不仅与血统有关，更与其文化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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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品质有关。这一看法对此后的君主观产生了影响，即君主应该是具有德、仁品质的人。尤

锐认为，春秋晚期士阶层（比如孔子和他的门徒）也以“君子”自居，并要求与此前的上层

贵族平等，而贵族却没有理由将此否定。由于逐渐否定了血缘特权，春秋时期的贵族势力最

终在与士阶层的竞争中败落下去。 

作者提出的春秋思想的发展与其重新评估的战国思想状况密切相关。尽管本书的重点并

不在孔子，但它不断地把孔子的思想与同时代人的思想作比较，并试图清理出孔子思想中继

承和发展了春秋思想中的那些内容，以及否定或修正了的内容。同样，作者阐述了战国的礼

仪观、政治一统观、君权观，以此来透视战国思想家对春秋传统思想的吸收和扬弃。因而，

本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内涵，这使本书具有了超过书名所具有的意义。 

对于本书的总的评价，我认为可以从西方学术背景和中国学术背景两个不同的向度分

别来作概括。 

站在西方的学术立场上看，本书可谓别具特色。这不仅表现在其恢复《左传》历史真

相的学术胸怀，而且在于其方法论。在当前西方学术界，对年轻一代的学者来说，考察政治

史和政治思想史并不时兴，他们宁可去从事古典文本的文学研究。尤锐博士对这样的做法并

不感兴趣，而热衷于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涵的研究。同时，该书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变迁

与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在方法论上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另外，该书与近年西方哲

学界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分析方法也显著不同，而是采用了中国古代的思想范畴，如“礼”、

“天人之分”、“君臣关系”、“大一统思想”等等。因而，本书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中国学者

的方法，这可能与作者若干年前在中国南开大学的一年半时间的研修，特别是得到刘泽华教

授的传授有关。 

站在中国学者的学术立场上看，该书虽然仍带有西方汉学家著作的普遍特征，即综合、

概括多于个案的研究，但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课题上也不乏新见。这突出体现在该书的四篇“附

录”中。如对《左传》、《诗经》、《尚书》中介词“于”和“於”、“其”和“岂”变量关系的

分析，对《左传》中的“预言”与战国历史事件的对比等，都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反思和研究。 

 

收稿日期：200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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